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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辛斌：《语言的建构性和话语的异质性》，载 《现代外语》，２０１６ （１）。

②　 谈到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时，有时使用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交叉学科的），有时则使用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跨学科的），比

如沃达克 （Ｒｕｔｈ　Ｗｏｄａｋ）和约翰斯通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通常使用 前 者，而 费 尔 克 劳 的 话 语 研 究 属 于 后 者。一 般 来 说，ｔｒａｎ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研究强调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融合，而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研究虽然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但研究还是在一个主体学科

框架内进行。另外还有人使用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它通常指各学科运用相关概念和方法研究同样的问题，但彼此保持独立性。由于

这三个词经常在相关文献中混用，本文也不做细分。

③　 Ｒ．Ｗｏｄａｋ．“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　Ｋ．Ｈｙｌａｎｄ　＆Ｂ．Ｐａｌｔｒｉｄｇｅ（ｅｄｓ．）．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１３，ｐ．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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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确认识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与学科交叉方式，有助于进一步明确

其学科定位。话语研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一个由语言研究不断向其他学科渗透、融合和

延伸的过程，其跨学科范围的不断扩展在相关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层面给研究者带来诸多

挑战。清楚地认识这些跨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及其挑战，有助于创造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研究者在保持应有的学术谨慎的同时，应该积极拓展自己的跨学科知识，掌握跨学科的研

究方法，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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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是一种看似简单实际很复杂的社会实践表达方式。话语结构是被制度化、意识形态化、自

然化的认识和描述世界的方式，反映并塑造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批评话语分析 “关注社会制度

和社会行为的辩证关系，必然与其他理论发生联系，因此难免具有跨学科性质”①。批评话语研究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向其他学科的渗透、融合和延伸。但是，其研究范围和领域的延展也

向研究者提出诸多学术挑战。本文通过厘清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②，评述其跨学科研究的新动

向及其挑战，并提出应对挑战的跨学科策略。

一、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和两个交叉维度

根据沃达克的定义，批评话语分析或批评话语研究探讨 “权力、身份政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

变化或文化变革等方面的符号学维度”③。它具有两方面的复杂性：一是它涵盖社会、政治、文化、
经济等领域，二是社会符号形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其研究范围的广度。再加上批评话语研究所借助

４６１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的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使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谈到其源头，有人把它与功能

语言学相联系，有人则认为它借助后结构主义的批评理论而兴起。但是，无论把它看作是一种语言

研究还是社会批评，学者们都不否认其跨学科性质。
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是由其研究对象、领域和应用的理论与方法决定的。如果给这种研

究找出几个关键词，最重要的莫过于 “话语”（或 “语篇”）“语境”“社会实践”“权力”“意识形

态”与 “批评”。单独来看，每个概念都不专属于批评话语研究，但是，当把它们放入同一个体系

并重新界定它们的含义与深层逻辑联系时，它们就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中，“话语”是研

究对象，它的使用自身带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特征，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历史和社会语境中被系统

性地使用的语言才能被称作话语。“权力”和 “意识形态”代表研究的目的，其中 “权力”决定着

话语使用的方式，可以被看作是话语生产者导向的行为，反映话语参与者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体系，代表话语使用的结果，更多地涉及话语接受者的行为，即话语的使用

对话语接受者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批评”是研究视角或手段，指对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使用做出

分析与解释，即 “使用理性思维对一些论点和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提出质疑”①。
在论证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时，韦斯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Ｗｅｉｓｓ）和沃达克提到五个方面的必然性：

（１）社会身份和种族主义研究等都是复杂的社会新问题；（２）学科自身———包括大学教育也在走向融

合；（３）新知识的建构需要突破单一学科带来的局限；（４）现代社会关系变得更复杂；（５）批评性思

维需要新型知识以及新的知识组织方式。② 可见，它产生于客观需要。
那么，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约翰斯通认为，批评话语研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
甚至也不能被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套系统的方法，研究的问题跨越人文学科和社会

科学———甚至深入到其他领域。③ 她提到，在美国，大部分话语研究者不是语言学系的人，他们从

事的是英语、人类学、文化、传媒、教育学、外语、修辞学、文艺批评、社会学、心理学、医学、
法律等领域的研究。④

第二，相关理论的多源性。沃达克提到，批评话语研究的诞生与多个传统学科相联系，其中包

括修辞学、语篇语言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心理学、认知科学、文学研究、社会语言学、应用语

言学和语用学。⑤ 她使用 “方法论和理论研究的杂糅”⑥ 来指称这个研究领域，她坚持认为，批评

话语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并列出该领域共有的十个特征为其独立性辩护。⑦

第三，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其中包括话语和非话语的社会符号或者二者的结合物，而研究非语

言的社会符号需要借助传播学、信息学、网络研究、艺术研究等领域的知识和方法。
由于它跨越的学科众多，范戴克 （Ｔｅｕｎ．Ａ．ｖａｎ　Ｄｉｊｋ）等认为，“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一词已经不

足以涵盖它研究 的 各 种 话 题 和 研 究 对 象、借 用 的 各 种 理 论 和 方 法，他 们 建 议 用 “批 评 话 语 研 究”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代替 “批评话语分析”，或简称 “话语研究”。其主要目的是想突出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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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性，并提升其学科地位，让它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语言研究等取得同等地位。
无论怎样指称这个领域，从其发源和学科交叉状态来看，它主要涉及两个维度：一是语言研究

的维度，二是其他学科知识的维度。无论是费尔克劳 （Ｎｏｒｍａｎ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的三维模式、范戴克

的社会认知方法和沃达克的话语历史方法，还是其他话语研究传统，都是在这两个维度上进行的。
其中，对语言的分析是手段，在这个维度上，研究者主要对话语生产者使用的语言形式或表达的概

念内容进行描述，这些描述可以是微观的用词层面，更多的是语篇和语类层面；也可以是各种语言

修辞手段和其他符号的运用，在研究者看来，各层次语言特点的使用都具有符号学意义。相比之

下，第二个维度是目的，即通过批评性分析，揭示藏匿在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视角，披

露话语生产者的社会政治意图，进而提出突破现行话语结构或话语体系的有效途径。
两个维度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别。韦斯和沃达克列出三种跨学科模式：（１）累加型模式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把语言研究和其他研究领域叠加，比如拉波夫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ａｂｏｖ）把复杂的语言学知识和静

态的社会学变量结合；（２）折中的随机模式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　ａｄ　ｈｏｃ　ｍｏｄｅｌ）：为研究的目的把语言研究和

各种理论结合，不管其认识论根源和兼容性如何，比如把福柯、拉克劳、哈贝马斯的宏大理论与系

统功能语言学结合；（３）综合型／问题导向型模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从研究

的问题入手，应用各种方法和理论研究语言问题。① 他们认为，自己的话语历史研究法属于此类研

究。这类研究的关键，是对相关概念和方法做出重新界定，而且要在第二个维度上对核心文献的选

择和相关理论的运用进行合理论证。但他们提到的交叉方式仍然不能反映话语研究的全貌。尽管研

究者都把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相结合，但他们对二者的关注程度和方式不同。

二、语言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方式

对于两个维度的交叉方式，范戴克的区分更加合理。他提到两个研究传统：一个是语言学为导

向的话语研 究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另 一 个 是 社 会 科 学 的 各 种 话 语 研 究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它们有各自的不足，“第一种研究经常忽视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有关

权力滥用、不平等的概念和理论，而第二种研究很少从事具体的话语分析”②。沿着这一思路，我

们可以把话语研究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也被称作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既关注吉 （Ｊａｍｅｓ　Ｐａｕｌ　Ｇｅｅ）所说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即语言形式的具体使用），也关注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即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

语结构）。③ 研究者认为， “语篇的一系列特征都被看作具有潜在的意识形态效果，包括词汇、隐

喻、语法、预设和含意、礼貌习惯、语言交换 （话轮）方式、语类结构和文体”④，还包括各种话

语策略和修辞手段。他们多数有语言学背景，在修辞学、语篇语言学、文体学、社会语言学、心理

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或语用学领域受过学术训练。
这些学科都研究语言在社会文化情景下的使用，但与批评话语研究在侧重点上存在重要区别：

第一，批评话语研究是多学科交叉，而传统语言学科多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社会语言学主

要是语言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第二，批评话语研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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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Ｐ．Ｇｅｅ．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０，ｐｐ．６－８．
Ｎ．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９５，

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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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动态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任何具体话语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下生成的，语境的变

化造成话语参与者角色的转变，从而赋予话语不同的意义；二是社会结构不仅把话语制度化，而且

受着话语的塑造。传统的语言研究更静态化，比如心理语言学研究各个年龄段语言的形成及其特

点，社会语言学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使用语言的特点。第三，批评话语研究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

是传统语言研究缺乏批评的维度①，话语研究者也分析语言的形式特征，但是这只是手段，重要的

是语言结构、语篇结构和话语策略如何被用来表达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视角。
鉴于以上提到的传统语言学分支已经涉及语言和其他符号与社会、文化、政治、心理、教育等领

域的交叉，像费尔克劳、沃达克、范戴克、奇尔顿 （Ｐａｕｌ　Ｃｈｉｌｔｏｎ）、范莱文 （Ｔｈｅｏ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等

一批长期从事话语研究的著名学者，重点研究的领域就是话语与符号如何反映和塑造各种社会不平

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身份建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视角等社会现象。
第二类研究，不应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语言形式，主要关注吉所说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即话

语的系统使用方式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这是法国人主导的研究传统，代表人物包括福柯、阿

尔都塞、佩舍 （Ｍｉｃｈｅｌ　Ｐêｃｈｅｕｘ）等。在他们看来，“话语是语言与意识形态的交汇处，话语分析

就是对语言的使用进行意识形态维度的分析，话 语 是 意 识 形 态 在 语 言 中 的 物 化”②。对 福 柯 来 说，

话语本身既是被争夺的对象，也是开展斗争的场所，话语研究在于揭示藏匿在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

和意识形态视角，其目的在于改变话语结构，打破它对思想的控制；这同时也是围绕合法性开展的

斗争，这种合法性体现在谁有权力决定语言的使用，并进而决定在学术界和学校使用哪种话语体

系。③ 虽然福柯等不从事具体的语言形式分析，但也会研究某些用词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倾向，考察

它的起源、在历史过程中使用频率的变化、用词和指称上的演变、使用模式，因为这些都反映社会

群体关系的变化和斗争过程。福柯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权力、知识、真理，跨越多个学科，以至于

“很难把他具体称作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或批评理论家”④。

第三类研究，重点分析话语所表达的概念和意识形态内容，是一种内容分析，而不是语言形式

分析。研究者也谈论话语与权力，却更多地把话语看作是权力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而不是像福

柯那样认为话语本身就是斗争的目标和场所。他们关注更多的是 “话语权”，而不是话语霸权 （ｈｅ－
ｇｅｍｏｎｙ）。聂筱谕把话语权定义为 “一个社会组织、团体或政党，为确立其自身形象和社会地位，
以及组织目标的实现，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其世界观、价值理念以及政治信仰传播于社会，并作

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种影响力”⑤。他认为话语权既包 括 “权 力”也 包 括 “权 利”，而 在 乔 根 森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Ｊｒｇｅｎｓｅｎ）和菲利普斯 （Ｌｏｕｉｓｅ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看来，话语霸权指 “每个代表谈论和理解社

会的特定方式”为取得主导地位 “彼此之间开展的持续斗争”⑥。显然，他们的研究思路基本上是

遵循爱德华·萨义德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后者研究殖民主义对现代社会结构

和话语结构的影响。张康之认为：“人们今天在谈论话语的问题时，基本上是在话语权的意义上使

用 ‘话语’概念的，只有在严格 的 学 术 探 讨 的 意 义 上 才 会 将 ‘话 语’与 ‘话 语 权’加 以 区 分。”⑦

运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来描述中国，“其直接后果就是引发对中国道路的怀疑”⑧。
三类研究可以互相借鉴，但是它们存在两个关键区别：一是话语研究与相关学科的结合程度和

７６１

①②

③④
⑤

⑥
⑦⑧

Ｒ．Ｗｏｄａｋ．“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　Ｊ．Ｚｉｅｎｋｏｗｓｋｉ，Ｊ．ｓｔｍａｎ　＆Ｊ．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ｅｄｓ．）．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２０１１，ｐ．６５，６３．

Ｓ．Ｍｉｌｌ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７，ｐｐ．４２－４６，１６．
聂筱谕：《西方的控制操纵与中国 的 突 围 破 局：基 于 全 媒 体 时 代 意 识 形 态 话 语 权 争 夺 的 审 视》，载 《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 论

坛》，２０１４ （３）。

Ｍ．Ｊｒｇｅｎｓｅｎ　＆Ｌ．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ｐ．７．
张康之：《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建构》，载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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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同；二是他们对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及其关系的定义不同，如杨文星讨论了不同学术视野

下 “话语”的定义和使用方式。① 弄清三类研究的区别，既有助于明确批评话语研究的学科定位，
也有助于研究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做的到底是哪一类交叉研究，并保持应有的学术谨慎。

三、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新动向及面临的挑战

从事外语研究的中国学者做的基本属于上述三类研究中的第一类研究。下面主要讨论这类研究

的跨学科新动向及其挑战。这类研究多集中在话语体现的各种社会不平等，新的研究并没有脱离这

个基本视角，但其跨学科领域和方法有所拓展。我们主要围绕沃达克提到的六个新动向②进行讨论

和评述。
第一，研究知识型经济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其中包括知识型经济向其他国家和社会领域的转

移。这实际上是对费尔克劳研究方向的延伸。费尔克劳认为：“现代社会是 ‘基于知识’的或 ‘知

识驱动’的社会……在当代社会经济 的 变 化 中，语 言 比 以 往 起 着 更 显 著 的 作 用”③。在 经 济 领 域，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社会福利国家向市场驱动型国家的转变，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输

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全球体系内取得霸权地位。费尔克劳一直关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如何重

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致使经济领域 对 政 治 和 社 会 领 域 进 行 “殖 民 化”。经 济 话 语 侵 入 学 校、
医院等非经济的社会领域，结果大学教师变成 “具有开创精神和自我推销的知识工人”，比如他们

在描述自 己 时 会 使 用ｔｅａｍ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团 队 目 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业 务 高 效），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业务增强），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ｆｏｃｕｓ（坚 持 以 顾 客 为 中 心，这 里 “顾 客”指

学生），而这些都是典型的管理学话语。④ 显然，要鉴别出这类话语，研究者不仅需要语言分析能

力，还要熟悉管理学的概念，甚至熟悉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
第二，把认知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话语研究，这不仅需要新的研究工具，而且需要在认识论上超

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这是对范戴克等的社会认知研究的延伸，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明显带有

意识形态的认识是如何通过话语转变成社会共识的。为了研究这一问题，需要首先搞清楚语言与社

会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范戴克指出，“话语结构与区域和全球社会语境之间的结合”还需要进一

步明确，现在只停留在知识和意识形态的探讨上⑤；即研究话语结构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揭露社会

歧视行为，更重要的是揭示话语控制心智、塑造社会信念和态度的方式，因为一旦形成这样的信念

体系和认知模式，就会产生系统性的、持续的歧视行为。⑥ 也就是说，他不认为话语结构与社会结

构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个人认知和社会认知在其中起着桥梁作用。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学者可以

探索如何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实现认识论上的转变，为话语研究带来创新。
第三，新媒体和区域与全球新形势正在改变人们的政治生活，其中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政治生

活中的 “去政治化”现象特别值得研究。政治家可以通过网络 “聊天”这种非正式的话语形式完成

意识形态的灌输。政治和专业知识的权威在表面上被消解，使政治话语更容易被自然化。这些变化

８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⑥

杨文星：《“话语”在不同视角下的阐释》，载 《理论月刊》，２０１６ （９）。

Ｒ．Ｗｏｄａｋ．“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　Ｋ．Ｈｙｌａｎｄ　＆ Ｂ．Ｐａｌｔｒｉｄｇｅ（ｅｄｓ．）．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１３，ｐ．４１．

转引 自 Ｌ．Ｙｏｕｎｇ　＆ Ｂ．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ｏｗ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Ｅｑｕｉｎｏｘ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２００６，ｐ．７．

Ａ．Ｍａｙ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Ｉｎ　Ｄ．Ｔａｎｎｅｎ，Ｈ．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 Ｄ．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Ｉ．Ｍａ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５，ｐ．７６７．

Ｔ．Ａ．ｖａｎ　Ｄｉｊｋ．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８，ｐ．９９，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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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语分析者看待语篇和社会交往、甚至看待语言自 身 性 质 的 方 式 提 出 了 诸 多 挑 战”①，其 中 包

括：（１）网络社交的多模态化使基于口头和笔头语篇分析而形成的传统话语研究方法受到 挑 战；
（２）网站上存在大量无法追溯来源或来源混杂的语篇，这给研究话语参与者和语篇间性②造成严重

困难；（３）这种混杂性特点造成话语权力的分散，使研究话语中隐藏的权力关系更加困难；（４）话

语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过程及效果变得更复杂、更微妙、更难测量；（５）语境变得更复杂，话语参与

者游离于线上和线下语境，且跨越时空谈论同一个话题。李桔元等提到，批评话语研究在研究途径

和方法、多样化理论基础 上 的 开 放 性，本 来 就 “导 致 其 核 心 概 念 长 期 以 来 缺 乏 统 一、合 理 的 界

定”③。人类社交方式的改变使这一状况变得更复杂，研究者需要对 “话语” “权力” “意识形态”
“语境”等与政治领域相关的核心概念及其表现形式进行重新认识。

第四，研究多媒体和新语类带来的影响。网络语篇经常是由语言、图像、视频、音频、表情等

各类符号元素构成的多媒体、多模态混合体，在其中，语言甚至不再占主导地位。范莱文指出，由

于某些多模态语篇在设计时具有层次性，某些元素被突出、被前景化，读者甚至都不需要按照自上

而下、自左而右的线性方式阅读，从而形成了新的语类结构。④ 琼斯 （Ｒｏｄｎｅｙ　Ｊｏｎｅｓ）等指出，与

借助衔接手段组织起来的传统语篇不同，很多网络语篇表面上看起来结构松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其连贯性差。⑤ 虽然如此，分析这样的 “松散结构”语篇，需要沃达克所说的 “新的多模态理论和

方法”。而且，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是跨学科的。范莱文指出，多模态研究不仅需要借用话语

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还要从其他相关学科汲取灵感，比如艺术和设计理论”⑥。而究竟应该借用哪

些学科的哪些概念和方法，他认为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第五，研究话语结构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过程，预测话语的未来走向。这实际上是沃达克等的

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延伸，他们起初用这种方法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反犹主义话语。他们认

为，研究这类话语必须分析其历史形成过程，强调各类语境对它们的塑造作用。最近几年，随着右

翼势力在法国、奥地利、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崛起，各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纳粹主义等

歧视性话语也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话语研究》（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和 《话语与社会》（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等批评话语研究的主流杂志发表了很多涉及此类话题的文章。“语篇间性”“话

语间性”（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ｉｔｙ）“语境重构”（ｒ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等成为核心概念⑦，使系统地运用

跨学科的话语历史方法显得更加重要。
第六，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包括基于数据库的话语分析方法，克服研究的随机性

（ｃｈｅｒｒｙ－ｐｉｃｋｉｎｇ），使研究过程变得可追溯 （ｒｅｔｒｏｄｕｃｔａｂｌｅ），分析结果可验证。沃达克这里所说的

“随机性”，主要指生硬地套用某种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一些话语实例。批评话语分析经常被指缺乏明

晰性、客观性、可靠性和可验证性，克服方法论上的这些缺陷也要借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９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Ｈ．Ｊｏｎｅｓ，Ａ．Ｃｈｉｋ　＆ Ｃ．Ａ．Ｈａｆｎｅｒ（ｅｄ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Ｄｏ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ｐ．１．

指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周流溪教授对 “语篇间性”和 “互文性”做了辨析。参见周流溪：《互文与 “互文性”》，载 《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３）。

李桔元、李鸿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最新进展及相关问题再思考》，载 《外国语》，２０１４ （４）。

Ｔ．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Ｉｎ　Ｄ．Ｔａｎｎｅｎ，Ｈ．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 Ｄ．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Ｍａ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５，ｐ．４５７．

Ｒ．Ｈ．Ｊｏｎｅｓ，Ａ．Ｃｈｉｋ　＆ Ｃ．Ａ．Ｈａｆｎｅｒ（ｅｄ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Ｄｏ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５，ｐ．６．

Ｔ．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Ｉｎ　Ｄ．Ｔａｎｎｅｎ，Ｈ．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 Ｄ．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Ｍａｌｄｅｎ　ａ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５，ｐ．４４７．

Ｒ．Ｗｏｄａｋ．“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　Ｋ．Ｈｙｌａｎｄ　＆ Ｂ．Ｐａｌｔｒｉｄｇｅ（ｅｄｓ．）．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１３，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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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对挑战的跨学科策略

既然话语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应对学术挑战的策略也应该是跨学科的，要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适应话语使用方式的变化，加强批评话语研究的跨学科力度。扬 （Ｌｙｎｎｅ　Ｙｏｕｎｇ）和菲

茨杰拉 德 （Ｂｒｉｇｉｄ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总 结 出 四 个 话 语 变 化 趋 势：专 业 技 术 化、会 话 化、市 场 化 和 全 球

化。① 专业技术化指技术和专业语言进入社会政策，专业化词汇和名物化结构的使用令公共话语听

起来多了一些专业性和合法性，少了一些主观价值，但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能力。会话化走向反

面，使话语带上非正式的个人色彩，更容易在无意识中完成意识形态灌输，如政治家的网络 “聊

天”。市场化指借用商品交换的话语来谈论教育和政治等非经济领域的话题，结果使正常的社会沟

通变成类似广告推销。全球化的话语更强调一些所谓 “普世价值”，如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强调

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依赖和一体化，热衷全球化的人用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语气，极

力把它描述为 “不可逆转的”“没有其他选择的”“能给所有人带来利益的”，淡化全球化趋势对地

方经济和文化特色造成的破坏。
这些趋势不仅需要研究者重新认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表达和传导方式，而且需要拓展自己的跨

学科知识。要分析更加专业化的语言，必须具有必要的相关专业知识；要分析会话化的语言特点，
应该掌握语用学或会话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要分析市场化的语言，需要懂得一些营销学和广告学的

知识和策略；要分析全球化的语言，需要知道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应用。
否则，在 “批评的”层面就难以从理论上得出令人信服的、学术严谨的结论。

第二，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克服研究方法的随机性。约翰斯通对话语分析的定义强

调了它在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性质。从方法论上来看，沃达克的话语历史研究法、费尔克劳的三维分

析模式和范戴克的社会认知研究法，都仅仅是 “途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而不是 “方法”（ｍｅｔｈｏｄ）。可喜

的是，研究者已经在使用各种语言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汇语法分析、逻辑语义分析、语

篇结构分析、语料库、语言统计、语言认知实验等方法，试图对话语的结构、功能、心理认知过程进

行形式化和量化的分析。但是它们多数涉及 “（容易量化的）词汇层面分析”②，而不是宏观的语篇层

面，对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更是局限于主观判断和归纳。
面对跨学科的研究，沃达克主张应该根据不同的话题和研究对象借鉴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田海

龙也认为批评话语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是兼收并蓄的，依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所观察的语料而定，没

有固定的模式”③。这提醒我们，在跨越不同学科时，除了相关领域的知识外，我们还应该清楚这

些学科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有哪些。比如在研究对语篇和其他符号的认知时，我们也可以采用心理学

和认知科学常用的实验方法，包括使用各种认知和心理测验仪器，来克服访谈和调查表研究的缺

陷———比如被调查者可能回避一些话题或言不由衷。另外，“如何在多模态研究领域建立学科融合

是多模态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助研究艺术和传媒的方法实现创新。
第三，要把握前沿课题，但也要在进入不熟悉的跨学科领域时保持学术谨慎。这一点非常重

要，因为，“虽然我们能解读日常话语的意义，但是，知识分子和学者高度专业化的话语不可避免

０７１

①

②
③
④

Ｌ．Ｙｏｕｎｇ　＆ Ｂ．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ｏｗ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Ｅｑｕｉｎｏｘ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２００６，ｐｐ．２６１－２６４．

Ｔ．Ａ．ｖａｎ　Ｄｉｊｋ．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８，ｐ．９６．
田海龙：《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载 《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１６ （２）。

李战子、陆丹云：《多模态符号学：理论基础，研究途径与发展前景》，载 《外语研究》，２０１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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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来解释的权威性问题”①。就跨学科研究而言，公认的 “解释的权威性”（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只可能产生于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博学广闻，能自由徜徉于多个学科，比如福柯；二是虽然研究

者的学术背景是语言研究，但通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已经对语言之外的相关学科领域相当熟悉。像沃

达克长期研究欧洲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关心欧盟内部的政治格局变化；范莱文是媒体与传媒学

教授，还是 《视觉传媒》杂志的创办者之一，他对批评话语分析、多模态和视觉符号有深入研究。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这些专家才能搞跨学科研究，只是说在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时，研究者应

该对研究的切入点保持学术上的警觉。比如，研究医学话语时，可以通过分析病人与医护人员和亲

属等的会话，研究病人对 “病人”“医生”“生病”等的概念如何被塑造，因为这是有语言学背景的

人通过学习一些基本医学知识能驾轻就熟的研究。但是，如果将研究扩展到美国的医疗体制和医疗

队伍在管理病人上使用的话语，就要对美国的医疗体制，比如美国医疗补助计划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可

支付医疗选择法案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Ｃａｒｅ　Ａｃｔ，又称作 Ｏｂａｍａｃａｒｅ），甚至包括共和党和特朗普总统为

什么要极力推翻Ｏｂａｍａｃａｒｅ等相当熟悉。②

第四，寻求相关领域专家的合作，使研究过程真正体现跨学科性质。这无疑是跨学科研究的最

理想模式。比如韦斯和沃达克提到，他们在研究失业和就业政策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

家参与其中。③ 合作本身也是一个专业知识交流 的 过 程，语 言 学 家 要 学 习 跨 文 化 交 际 和 社 会 学 理

论，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要了解语言学和话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同时经济学顾问和国际问题专家

也被邀请参加相关讨论或举办讲座。研究宏大的前沿问题更需要这样做。吴鹏等提到，由于目前

“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占主导地位……跨学科合作就成了问题导向型话语研究的必然选择”④。沃

达克等近期在研究欧盟组织内的身份政治与决策模式，作为语言专家的他们与社会学家、政治科学

家合作，提出了一些模型，用来解释具有复杂历史背景的欧盟内部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关系。他们收

集的语料包括采访、政策文献、政治演讲、媒体报道、欧盟官员的内部观点⑤，等等。可以设想，
这样的研究能够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

五、结语

应该承认，国内的话语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很少像沃达克那样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分

工合作，这显然与其跨学科性质不相称。这也是国内学者难以产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研究成果

的重要原因之一。有许多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其政治经济大国地位不相称，这种 “失
语”状态正在伤害我们的民族自信和自尊。杨光斌指出：“对自己的 ‘硬成就’如果没有相应的概

念、理论、观念去建构，就会依然用基于异域的理论甚至意识形态来 ‘关照’中国，结果必然失去

心理上的优势。”⑥ 他认为，用早发达国家的话语体系去看待中国政治，其实就是西方中心论下的

中国政治。他提升到认识论上来分析这一问题，指出：“中国不应该是 ‘观念世界’的理论试验场，

１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Ａｎｇｅｒｍｕｌｌｅｒ．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Ｕ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
ｌａｎ．２０１４，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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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２００３，ｐｐ．２０－２１．

吴鹏、王海啸：《当代西方话语研究述评与本土化反思》，载 《现代外语》，２０１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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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２０１１，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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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民：话语研究的跨学科性及其新动向与挑战

而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多次提到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建设，他指出，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

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②。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要 “在指导思想、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③。这一重要讲

话启示我们，对话语的研究在中国大有可为，而这需要研究者增强民族自信，开拓跨学科的视野，
掌握跨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去创造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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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０５－１８。


